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中国 

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 

叶 建 

【提要】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人从译述日本的西方哲学史著述开始，初步介绍了分 

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而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又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自20年 

代中期起，一批史学家、哲学家不满足于二手材料，强调从原著入手加以研究，这推动了西 

方哲学在国内传播高潮的到来。由此可见，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俨然成为西学东渐中不可 

或缺的一道风景。因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等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故其传播对当时占主 

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史学性质科学说等关键命题都有相当多的回应，这引发了时人的深入 

反思，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深化。 

【关键词】 分析的历史哲学 进化史观 历史解释 

19世纪中晚期，西方重新审视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的历史哲学逐 

渐兴起。他们不再关注历史的进程、意义和规律，而是把眼光从历史本身转移到历史知识， 

转移到人的历史认识上来。以李凯尔特等为首的新康德主义和以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为首 

的新黑格尔主义是这股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人相继将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想输入 

国内，并对史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讨论西方分析的 

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早期输入 

1901年，梁启超等人高举新史学大旗，倡导“史界革命”，认为中国传统史学“陈陈相 

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①，而海外史学理论“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 

趣”，将它们“绍介于同嗜者”，可“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②。于是，国内既出现了《中国 

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样的史学名篇名著，同时又出版了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巴克尔 

的《英国文明史》等海外名著的中译本。1908年，仲遥在介绍德国史学时指出：“现存诸大 

学中，最有闻于时者，一日列次，二日德尔布留克，俱教授于柏林大学，三日兰普列锡，为来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中华 局 1989年版，第2页。 

②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9期，190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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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锡大学教授，四日波仑哈因，现为古斯弗瓦尔特大学教授。”①而此前的张玉涛则认为： 

“近日欲研究现世社会之情状，惟有就学术上加以种种方法博采其证据，以会通其精神，此 

科学的史学所由起也。”②即当时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当然，在 

中国新史学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个别学者将分析的历史哲学介绍到国内。1908年，仲 

遥在介绍康德和黑格尔在德国哲学史上的贡献时，将他俩身后的学术流变做了简单的回 

顾。他指出，黑格尔逝世后，“内部忽分为二，亦有可特书之价值者也。当时一派以海氏所 

谓理性为有意识者，因主张有神论，其派谓之右派，西鲁列尔为其代表；一派以海氏所谓理 

性为无意识者，因主张泛神论，其派谓之左派，斐耶鲁巴哈及斯土劳二人为其代表。”而康德 

辞世后，“有所谓新康德派者，其中最知名之士，日兰格、日李布曼、日季耳。”⑧但仲遥并未 

对这些学者的观点作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20世纪 10年代以后，日本思想界介绍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著述逐渐增多，1914 

至1930年间，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问题》、克罗齐的《历史学的 

理论与实践》及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的部分章节都有日译本，其中重要的有田边重三 

译的《李凯尔特历史哲学》(东京大村书店 1923年版)、羽仁五郎译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及 

历史》(日本岩波书店1926年版)、三枝博音译的《精神科学序说》(日本大村书店 1928年 

版)等。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版了研究新康德主义的专著，米田庄太郎的《李克尔特的历史 

哲学》(日本改造社1922年版)、坂垣鹰穗的《新康德派历史哲学》(日本改造社 1923年版) 

等便是。这些著述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梁启超等都曾留学日本，通晓El语，他们率先研读海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论 

著，并在国内发表研究一tl,得，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第一波浪潮。 

1922年，梁启超在题为“什么是文化”的讲演中，首次提到了李凯尔特对自然和文化的 

区分，“‘什么是文化’这个定义真是不容易下，因为这类抽象名词，都是各家学者各从其所 

抽之象而异其概念，所以往往发生聚讼，何况‘文化’这个概念，原是很晚出的，从翁特 

(Wundt)和立卡儿特(Rickert)以后，才算成立。⋯⋯我们拿价值有无做标准来看宇宙间事 

物，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所支配的领土， 

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④随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又再次提及了李 

凯尔特关于因果律的观点，虽没有对此进行介绍，但却阐述了与之相近的因果观，认为：“因 

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 

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 

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⑤可见，梁启超对 

李凯尔特的介绍，重点在借李凯尔特的理论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不同于梁启超，李大钊大体梳理出德国西南学派的学术流变，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运 

① 仲遥：《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续)》，《学报》第 11期 ，1908年6月。 

② 张玉涛：《史学研究法》，《学报》第7期，1907年8月。 

③ 仲遥：《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学报》第 9期，1908年2月。 

④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九》，第97—99页。 

⑤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O》，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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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先驱者是翁特和郎普列希特，德国西南学派追其遗绪，强调“有学问论上主张历史学的 

独立”，其中文德尔班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但造成此派在思想界颇有势力者却是李凯尔 

特。李大钊虽承认李凯尔特的地位，但不完全赞同其观点，认为他主张的“历史学为一种事 

实学”，“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由完全推翻 

者”。在这里，日本学者铃木宗忠的观点对李大钊影响颇深。铃木宗忠指出，李凯尔特关于 

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加以修正的，其修正的要点“乃在关于科学 

根本的分类，承认理氏以对象为标准的对立，而由是引出其方法为标准的对立，即是把科学 

大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与组织学。”李大钊不仅大量转述铃 

木宗忠的观点，并表示“他根据这个理由，基本个人的主观把为学问的对象的现实界，分为 

自然与文化，于是以以自然为对象者为自然科学，以以文化为对象者为文化科学，此二者为 

科学的根本分类，由方法上考察之，其理益明”。① 

总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仲遥、李大钊、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本学者译述的著作， 

已经向国内介绍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相关理论。还应该看到，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早期 

输入由于不是直接源自英文或德文原著，是在引进日本著作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且，除李大 

钊对李凯尔特等的论述较为清楚外，其他类似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史学界的关注亦有限，故 

此时中国学界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输入和了解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一批青年学子纷纷留学日、英、美、德等国，其间不乏对西方 

分析的历史哲学有兴趣的人。贺麟回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 

和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特别是鲁一士《近代哲学之精神》和《近代理想主义演 

讲》这两本书对我启发甚大。”②这批学者的特点，与前期梁启超等人相比，对西方学术有较 

深的了解，能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和译著，并进而比较系统、全面地认识其历史哲学思想；同 

时，他们的相关成果在2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问世，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第二波潮流就此 

出现。由于这些学者游历或留学地域不同及各自研究专业的差异，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 

呈现出了多元的发展态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陆续出版了谢颂羔的《西洋哲学 ABC)(世界书局 1928年 

版)、张东荪的《西洋哲学ABC)(世界书局 1930年版)、李石岑的《现代哲学小引》(商务印 

书馆 1932年版)、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黄忏华的《西洋哲学史 

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一批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述，它们当中大量地涉及新 

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想。 

谢颂羔的《西洋哲学ABC)作为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的一种，对克罗齐曾有简单介 

绍，认为他“不主灵活，而主固定；凡事均加以严格的、确定的界说。他论美最多，一九0二 

①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334页。 

②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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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著有《美学》出版，为他生平的杰著O”①该书作为人门的哲学史读物，内容简单，大量遗漏 

西方哲学史中的著名哲人及其观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为首的西南学派只字不谈。故 

在1930年被张东荪同名著作《西洋哲学ABC))所取代。后者扩充了很多内容，对德国的现 

代哲学和意大利的现代哲学都有相当篇幅的介绍，而且评价颇为中肯，如认为德国西南学 

派主张的是“真理的认识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其对哲学的贡献在于“文化学”与“历史 

学”。②李石岑的《现代哲学小引》是以国别哲学史下附学案体的形式介绍了德国的现代哲 

学和意大利的现代哲学，认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为首的西南学派，继承了康德的价值 

概念，从本质上来讲应为价值哲学。其历史哲学是从价值概念延伸出来的，即研究“价值之 

学”而非“实在之学”⑧，而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则以“理性为根据”，认为“实在是有用的同 

时是合理的”④。黄忏华的《西洋哲学史纲》是以李石岑、张东荪及当时海外学者的相关著 

述为基础，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完善，不仅新康德主义学派中的德国马尔堡学派与西南学派、 

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派及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中的克罗齐与金蒂莱在介绍当中；而且对 

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演变脉络梳理得比较清晰，如新康德主义，“不独在康德底故 

乡德意志，而且绵亘全世界底哲学界。所以新康德学派底范围极广，可以分他做前期和后 

期，又可以分他做德国底新康德学派和德国以外底新康德学派。”⑧而前后期新康德主义学 

派又有所不同，前期代表人物为朗格和李布曼，后期则相对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有马堡学 

派、西南学派和柏林学派。 

与上述的西方哲学史著述不同，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是一本专门探讨西方历史 

哲学思想演变的著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涵养较深，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夜以继日地翻阅历 

史哲学著述，1921年出版的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一批当时西方许多最新研 

究论著亦在阅读之列，故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提高。譬如 

介绍克罗齐的历史哲学观点时，他详实地分析了其“一切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认为“普通 

以过去的事实为历史事实，却不知过去事实，须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即将过去涌现于现在 

之中，而后才有存在的意义，所谓历史的现在，就是超越时间，不!就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 

的Etenal Present(永远的现在)。”换言之，克罗齐是主张历史是人类当前精神与客观历史的 

结合，没有人类当前思想的参与，客观历史的内容就不再为人类所关注，也就只是一堆死的 

历史记录而已。不仅如此，这一论断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历史叙述的 

理论及历史》一书，对于历史之时间问题，似乎较之柏格森更为精彩，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依他意思，‘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史’。”⑥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对克罗齐历史哲 

学一次比较系统的介绍，开时代之先河，但由于先有一套成见，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评价又 

戴上有色眼镜，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归于生命主义的历史哲学行列，与杜 

谢颂羔：《西洋哲学 ABC))，世界书局 1928年版，第 73页。 

张东荪：《两洋哲学 ABC}，世界书局 1930年版，第 103页。 

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商务印书馆 1932年版，第 105页。 

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第37页。 

黄忏华：《西洋哲学史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 337页。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 5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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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舒、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算为一类，这并不符合事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 

的学术价值。 

进入20世纪40年代，部分学者既不满意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相关海外介绍著作，即便 

是那些比较优秀的论著，如卡尔的《克罗齐的哲学》和席勒斯比的《意大利现代思潮》仍然 

有诸多不足之处，同时又不愿停留西方哲学史这种概论性的研究状态，希望对分析的历史 

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有所突破，故强调研读原著本身，进而从中提取精髓。在这一时期，对分 

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主要有朱光潜的《克罗齐的“历史学”》[《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 

1947年第16、17期]及专著《克罗齐哲学述评》(上海正中书局 1948年版)、王绳祖的《卡林 

渥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第 19期，1943年2月)等。 

作为研究克罗齐的专家，朱光潜认为“最重要的事还是读克罗齐自己的著作”①，并从 

中得到灵感，分析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而更能接近于其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 

学在克罗齐的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美学，美学是它的起点，而历史学是它的终点。历 

史事实生展演变，连绵不断，新因于陈，陈纳于新，新者渐大，陈者亦不死，“历史叙述这生展 

演变，必运用思想，而思想必起于现时生活兴趣，必以现时心灵笼罩过去的事实，来解决现 

时呈现于心灵的问题”，所以“历史的对象必是‘永恒的现时’(the eternal present)。而一切 

历史必都为现时史。”在这个“永恒的现时”中，历史学自成一个完整、具体的圈子，也正是 

如此，历史事实能够向前发展，而且“总是由善到更善的进化”，这些特点决定历史学的职 

责在于“解释某人物和某事变在这进化中尽了什么功能，不在褒贬”。②不仅如此，朱光潜 

还进一步反思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如关于历史的单线发展与复线发展调和的观点，“始终 

在这牛角里钻来钻去，时而说历史只存于历史家的思想(独角主义)；时而说历史家的思想 

受历史情境的决定”⑧，仍然还是具有二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借鉴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是 
一 定要突破这二元主义束缚的。 

与此同时，作为新黑格尔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亦引起了学界 

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王绳祖。他时任金陵大学教授，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人性与人类历史》、《罗马不列颠史》和《自传》等著述有接触和阅读，并以此撰写了《卡林 

渥德的历史思想》一文。在该文中，他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加以介绍，着重分析了柯 

林武德“一切都是思想史”的论断，认为“事实是思想的表现。历史研究即以能表现思想的 

事实为对象。历史家所要研究的，不限于事实外形，尤特别注意于思想。归根到底，他只管 

思想。所以说：‘一切历史，是思想的历史’。(《人性与人类历史》)一切历史，是思想的历 

史。除了思想而外，没有其他可作历史智识的对象。”但思想因人各异，“前人的思想，经我 

心中，重行想过，虽是同一思想，然而与前人思想，确有不同。前人的思想，是他当时的思 

想。那个思想，今日虽是活着，而不显著。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身如临前人境地。”㈣因此，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序》，《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第306页。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74—375页。 

朱光港：《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400页。 

王绳祖：《卡林渥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 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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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要拒绝“剪贴式的历史”，不是一味抄袭前人著作与盲从权威，而是不断改写历史 

著作。这里，王绳祖对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介绍，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其史学思想中最为精 

髓的部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像如此系统介绍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章， 

在此之前的中国学界是没有的。换言之，王绳祖这种研究是开研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 

时代先河的。 

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学界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与时人对西学引进方式的反思是密切联系的。齐思和认为：“西人之论史学原理，史学方 

法，历史哲学，见于英法德各国文字者，汗牛充栋，就中除史学方法已有定论外，其余皆见仁 

见智，因人而异。学者苟能博观约取，提要钩玄，著为一书，饷之国人之不谙西文而有志史 

学者，必大有裨益于中国史学之发达，可断言也。”①换言之，主张要系统而又科学地译介西 

方历史哲学在内的学说，而不是稗贩、破碎、笼统地引进这些学说。事实上，这个时期，西方 

历史哲学的译介有哲学史性质的概述、专门探讨历史哲学问题的专著、专题研究论文等形 

式，译介者主要来自留学欧美、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其理论水平较之以往有了质的提高，故 

西方分析哲学的输入呈现出发展与深化的特征。 

三、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对近代中国历史学及史学理论均产生影响。 

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影响中国学者重新看待进化论，反思进化史观。l9世纪末以 

后，进化论由严复《天演论》的译介而在国内产生了振聋发聩般的巨大影响，进化论的传播 

直接导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积极倡导“新史学”。邓实、汪 

荣宝等人又从中积极响应，主张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 

的序幕。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阅读了新康德主义的相关著述，了解到了 

分析的历史哲学，并折服于其学说，据此对进化史观产生怀疑。梁启超说，他对“历史现象 

是否为进化的”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但自看了李凯尔特等人 

的著述后，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他讲到：“孟子说：‘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 

(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 

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 

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⑧梁启超对进化论的怀疑，引起了当时学人对进 

化史观的反思，这也是梁启超本人也被人认为“善变”的原因之一。其实，对进化论的反思 

并非标志着“倒退”，如果从了解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角度而引起对进化论的重薪判断，这只 

能说是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了解的更多也更全面了。此后，更多的西方历史观点也纷纷传 

①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上)》，《国闻周报》第 8卷第 3期，1931年 1月。 

② 张越：《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求是学刊))2o03年第 1期。 

③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O》，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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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如何炳松说：“彼曾习统计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统计法焉；彼曾习生物学者，以 

为研究历史应用进化说焉；彼曾习自然科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因果律焉；彼曾习经济学 

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经济史观焉；彼曾习论理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分类法焉。一时学 

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衡议、百家争鸣之概。”① 

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进一步加深中国学术界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认识。西方实证 

主义史学认为，史学是与自然科学没有差别的一门科学。这一观点于20世纪初传人国 

内，并在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绝对主流地位。作为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梁启超在 1902 

年就已经接受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 

例者也。”②到1922年，通过翻阅李凯尔特等人的著述，他对作为判断史学是否是科学的因 

素，诸如因果律等产生质疑，指出“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 

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 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 

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 

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 

细读立卡儿特(李凯尔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进而 

他修正了原先的观点，认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⑧梁启 

超对史学性质的反思，极大地刺激了后人的探讨热情，以致他们在论及该问题时，或多或少 

都要涉及其具体观点。⑧换言之，梁启超开启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史学性质是科学还是艺 

术的争论。 

再次，分析的历史哲学促进中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层面上关注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 

20世纪前半期，实证主义史学理论著述大都将史学研究法作为阐述的重点，甚至像卢绍稷 

径直认为：“盖史法者，史学之所赖以建设而成为一科学也；无史法，则史学不能立。”⑧就史 

学研究法的内容而言，史料考证与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当时 

史学概论或历史研究法著述，大都偏重史料考证，甚者直接说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的对象 

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 

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⑥也正因如 

此，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中对“论解释”一篇所落的笔墨(共29页)几乎和“论考证”者 

(共31页)相等，从而使历史解释与历史考证平起平坐，故被评价为“就非史观派的方法论 

而言，实属史无前例”⑦。然究《史学方法大纲》“论解释”篇，是与克罗齐有一定联系的。陆 

懋德在书中指出，克罗齐关于历史著作与现实生活区分的论断，“甚为精到”，“盖人类所作 

① 何柄松：《通史新义 ·自序》，《何柄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86页。 

② 粱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第 1O页。 

③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0》，第 2页。 

④ 详情参看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 1995年版)；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⑤ 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30年版，第 145页。 

⑥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⑦ 许冠j：《新史学九 年》，岳麓l{5社 2003年版，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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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故之纪录，皆是记载，亦即是史料。然必应用现代眼光及现代主义，加以研究组织之 

工作，而后可谓之历史。故历史之做成，虽取材于各种记载，而实与原来之记载大异。盖过 

去的记载，不必全有研究的价值，而研究的价值，全在适应现在之需要。做历史者自必注意 

当时与现在的关系，而用以做为历史，方能适应现在之需要。由是言之，历史是有时代性 

的，不但已往的记载不是历史，即已过的历史亦不是历史。”这里，陆懋德通过分析克罗齐的 

观点，已经注意到了历史著述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故进而指出，“能于历史问题内事事必须 

问到底，则自能不为浮浅之说所蔽，而后知所谓历史的考证及历史的解释二种工作，实皆由 

此而起。凡欲问史料之真伪虚实，是属于考证的工作；凡欲问史事之因果变化，是属于解释 

的工作。”①换言之，陆懋德认为历史著述的时代性，会造成历史著述需要不断重写，而这就 

要求后来史学家对历史解释进行反思和检讨，于是它便成为史学研究法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然而，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传播对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影响，并不具备与实证主义 

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程度。从其传播过程来看，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者大多是哲学家而 

非史学家，李石岑等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其中个别与史学家交往甚密，如张东荪与 

梁启超，但总体而言，哲学界与史学界间的联系，在民国时期并不紧密。因此，哲学界介绍 

西洋哲学史的相关著述对史学界的影响有限。而就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史学家而言，与 

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追随者相比，人数上劣势明显，仅梁启超、朱谦之、李大钊等数人，但即 

便是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也只是其自身理论研究的一小部分，而非 

重点所在。例如李大钊对李凯尔特的介绍，主要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 

哲学》一文中，而这又仅为《史学思想史》众多章节的一章；不仅如此，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李凯尔特的观点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 

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 

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② 

(作者叶建，温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邮编：325035) 

(责任编辑：张文涛)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 1945年版，第 3—5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332页。 


